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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量规制”还是 “存量优化”

———碳交易制度对中国城市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陈向阳，戴　尔

摘　要：碳交易制度作为少见的市场型环境规制手段，其能够同时依靠 “增量规制”和 “存量优化”来

化解地方产能过剩问题。本文首先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中国城市年鉴数据测算出各个城市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

率，接着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对碳交易制度与产能过剩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实证结果表明：（１）碳交易制度

的实施对地方产能过剩问题具有缓解效果，能够提高当地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２）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产

能过剩的化解效果在产能利用率由低分位到高分位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Ｕ型的变化趋势；（３）实施碳交易制

度会在短期内对当地工业企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产生负面影响，从 “增量规制”的角度抑制产能过度增长；

（４）该制度也会提高一线城市的优质产能指数，从 “存量优化”角度来提高产能质量，但在非一线城市该效

应并不显著，这可能是经济差距所带来的技术潜力差异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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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创下经济奇迹，粗放发展埋入经济隐疾。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进入到了腾飞阶
段，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在这经济腾飞的背后，却隐藏着由于过分注重短期ＧＤＰ指
标，对市场进行粗放式管理，缺少对市场供需两端长期的平衡性安排而导致的经济暗疾———产能过
剩。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和国内居民消费增速下滑，再加上新冠疫情对需求端产生的一系列
负面冲击［１］，直接导致了供给端的相对供给过剩，从而让产能过剩问题从经济隐疾上升成为经济阵
痛。想要重新激发中国经济的潜力，需要对产能过剩的成因及其演变有更深一步的了解和研究。
产能过剩既是一个数量问题，也是一个结构问题，在同行业内可能会出现某一层次产能过剩而

另一层次产能不足的现象。但无论如何，生产能力与实际需求在数量上不匹配是产能过剩的基本特
征，研究这两方面在社会生产中如何地此消彼长，是当下产能过剩研究领域的主要讨论内容。
仅从数量的角度来观察产能过剩时不难发现，企业过度投资，不顾需求地盲目扩大生产能力是

产能过剩的直接成因，除此之外需求端的萎靡不振也是产能相对过剩的主要原因。关于过度投资，
有部分学者认为市场主体会以主动侵占行业份额为目的来扩大生产，从而导致行业整体出现产能过
剩的情况［２］。除此之外，投资者市场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投资者过分高估产业利润从而盲目投资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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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业，进而引发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而这种市场行为被称为 “潮涌现象”［３］。虽然 “潮涌现象”
一方面会促进高新行业的快速成长，有助于产业快速升级［４］，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调控不当则有可
能会进一步扩大产业产能过剩的风险［５］。而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产能过剩的诱因与地方政府行为密
切相关。这主要是源自政府过分追逐ＧＤＰ等晋升指标［６］，缺乏规制地通过直接行政手段［３］和间接
金融手段［７］来刺激地方企业，尤其是公有制企业，进而实现企业的过度扩大再生产，从而导致了地
方产业的产能过剩。总之，企业过度投资的成因主要可以分为两个因素，市场因素和政府因素。正
是由于这两个因素对企业过度投资的诱导，才导致当下行业产能过剩严重，甚至对经济发展产生
影响。
而在考虑产能过剩的结构性问题之后，则会发现结构问题是数量问题的细化和延伸，并且其蕴

含着一个 “多层次产能”的潜在假设，主要反映了 “某个产业中哪一层次产能过剩的同时，又有哪
一层次的产能稀缺”的问题，具体可以表现在产业中低端产能过剩而高端产能稀缺的现实困境中。
结构性产能过剩的成因既有上文中所提到的数量型过剩的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内在特性。一方
面，过度投资和需求萎靡同样也是结构性产能过剩的重要成因；另一方面，由社会经济环境变化所
带来的需求层次转化所引致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产能过剩成因的重要特征。以钢铁生产为例，当
生产部门对粗钢的需求转化为精钢时，若钢铁部门无法增加精钢产能并削减粗钢产能，则会引发钢
铁产业的结构性产能过剩，表现为 “钢铁既稀缺，但又堆积成山”的矛盾现象。
从数量的角度上看，产能过剩的处理手段主要有抑制过度投资和扩大市场需求。在抑制过度投

资层面上，宏观政府需要形成相应的产业政策来规制市场主体的过度竞争和单一产业的 “潮涌现
象”，从而才能抑制行业产能过剩［８］。与此同时，政府也需要适当调整经济增长目标，防止官员为
了实现过高的经济增长目标而通过行政干预来刺激产业过度增长［９］。而环境规制政策的提出，也能
够缓解所有辖区民营企业的产能过剩和体制性产能过剩，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１０］。除此之外，
进一步规制政府的行政垄断［１１］、建立政商分明的新型政商结构［１２］和推进国有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
革［１３］，都可以有效规制部分市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获得 “输血”式补贴和超常的融资便利性，
可以抑制行业过度投资并规避产能过剩的风险。在微观层面上，企业一方面需要提高创新能力并且
实行去金融化的举措来抑制过度投资的倾向［１４］，另一方面也需要持续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充
分利用数字基础设施的共享性和便利性来合理配置资源［１５］，进而避免由信息不对称导致的过度投
资［１６］。
从结构的角度上看，抑制过度投资和扩大市场需求仍然能解决生产能力和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

题，但结构性产能过剩所蕴含的 “多层次产能”的潜在假设会使得其拥有更灵活的化解方法。一方
面，在同一产业中，过剩的某层次产能可以转化为短缺的另一层次的产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通
过引进工艺和技术升级，将过剩的低端产能转化为短缺的高端产能，从而化解结构性问题。而另一
方面，在不同产业中，某行业过剩的产能在理论上也可以转化为其他产业所短缺的产能，而其前提
是通过分工创新和技术创新来创造新的产业从而增加新的需求，并借此来消化其他产业过剩的产
能［１７］。因此，化解结构性产能过剩的主要思路除了在供需数量上的 “此消彼长”之外，还有在不
同类型产能上的 “取长补短”，二者相辅相成，共同解决生产能力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本文将产能过剩的相关文献汇总为图１，以此来更直观地表现产能过剩的形成机理及其政策启示。
总而言之，无论是化解数量型的产能过剩，还是化解结构型的产能过剩，其最终目的都是让行

业同一层次的生产能力和实际需求达到平衡。在数量的角度上，解决产能过剩的 “术”无外乎就是
“堵”和 “疏”：一方面是通过规制手段来约束过度投资，通过 “堵”的方式来制止行业产能过剩；
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区域政策和外贸来扩大内外需，通过 “疏”的方式来缓解行业的产能过剩问
题。而在结构的角度上，除了一 “堵”和一 “疏”之外，还有一 “化”，即通过转化的方式来 “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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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产能过剩成因结构图

长补短”，将某一层次过剩的产能转化为另一层次短缺的产能，这也是解决不同层次间的产能和需
求不平衡问题的方式之一，其中技术升级是转化产能层次的典型路径。
本文将围绕 “环境规制”这一方向进行讨论研究，一方面是因为环境规制作为 “堵”的身份来

化解产能过剩，进入到学者们的视线中的时间并不长，仍然具有一定的研究空间和讨论价值；另一
方面是因为学界关于环境规制手段的主要焦点在政府强制力上，而缺少从市场机制角度切入来分析
环境规制作用的研究，由市场化而不是政府强制力来实施的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行业产能过剩，
是值得本文进一步去探讨的话题。

“环境规制”可以分为命令控制型规制和市场激励型规制，前者是直接受管理者环境绩效影响
的制度措施，后者则表现为让排污者通过最经济的方式来约束自己的市场手段［１８］。而在现有的关
于环境规制的文献中大多数只是从命令控制型政策，例如以中央环保督察政策作准自然实验［１９］来
展开研究，而忽视了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市场型规制手段对产能过剩治理的作用。
本文以碳排放交易制度为市场型环境规制的代表，以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为被解释变量，使

用双重差分法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来构建一个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进而探索当某个地区突
然受到环境规制的政策冲击后其地方的产能利用率将会发生的变化，从而对其影响路径做进一步的
解析。
本文后面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为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第三部分为变量解释与模型构建；

第四部分为实证分析与检验；第五部分为研究结论与启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碳排放量的买卖交易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影响企业的生产决策。一方面，碳排放交易制度是一
种环境规制的手段，其环境规制的属性直接提高了企业的边际成本和生产价格［２０］，进而使得企业
不得不考虑投入要素以减少碳排放或者直接缩减生产。另一方面，碳排放交易的市场属性能够为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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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获利机会，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可以将自己多余的碳排放量卖出从而获得额外收入。假设企业
的常规单位生产成本为ａ，常规单位售价为ｂ，单位生产碳排放量为ｃ，单位碳排放量购买价格为
d，企业碳排放量限额为Ｋ，企业的总产量为Ｙ，则在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前，企业的总收益如式
（１）所示：

π＝Ｙ（ｂ－ａ） （１）
接着，在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之后，不同企业在短期内，在没有时间进行产量调整和技术升级

的前提下，可能会处于两种不同的状态，一部分企业会因为自身碳排放量大于碳排放限额，需要额
外购买碳排放权，其收益式子表现为式 （２）；另一部分企业则是自身碳排放量小于碳排放量限额，
可以从中获取利润，其总收益式子为式 （３）。经过整理，不难发现这两个式子的含义表达是一致
的，总体可以体现为式 （４）。

π＝Ｙ（ｂ－ａ）－（Ｙｃ－Ｋ）d （２）

π＝Ｙ（ｂ－ａ）＋（Ｋ－Ｙｃ）d （３）

π＝Ｙ（ｂ－ａ－ｃd）＋Ｋd （４）
从式 （４）中可得出碳排放交易制度下各种因素对企业盈利的影响，其中由于Ｙ、Ｋ 和d一定

为正数，所以此时企业总收益变动以及之后的生产决策会受到 （ｂ－ａ－ｃd）这个因子正负性的影
响。当因子 （ｂ－ａ－ｃd）为正数时，企业有着扩大生产的动机，因为此时Ｙ 与总收益Π 为正相关
关系；而当因子 （ｂ－ａ－ｃd）为负数时，企业则会偏向于缩减生产，因为此时Ｙ 与总收益Π 为负
相关关系。由于本文所研究的第二产业属于发展历史较为悠久，市场机制比较成熟的行业，所以我
们认为它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其中的企业也都实现了市场均衡，即单位成本ａ等于单位收益ｂ。
另外，假设此时市场价格为粘性，在短期内企业的产品售价不能及时根据新加入的碳交易成本来进
行调整。综合上面的论述，可以得出在价格粘性和完全竞争市场均衡的条件下因子 （ｂ－ａ－ｃd）＜
０的结论。也就是说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实施初期，企业有着缩减产能并以此来减少损失的动机。此
外，当加入完全竞争市场假设和价格粘性假设时，由于短期内单位生产成本ａ等于单位生产售价
ｂ，可以在式 （４）的基础上得到式 （５），其能够更加清晰地表现出企业缩减产量和产能的动机，因
为Ｙ 与总收益呈现出了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π＝ （Ｋ－Ｙｃ）d （５）
基于此得出了第一个假设：
假设１：碳排放交易实施初期，在短期内由于企业难以通过改变价格来转移碳购买成本，从而

可能会选择通过缩减产能来降低损失，进而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产能过剩。
在式 （４）中，常规生产成本ａ和碳购买成本d 为常量，碳排放配额Ｋ 为外生变量，产量Ｙ、

单位生产碳排放量ｃ和单位售价ｂ为内生变量，是企业能够自主调整的因素。基于理性人假设，在
实施碳排放交易制度一段时间之后，企业首先会倾向于提高售价ｂ和降低单位生产碳排放量ｃ来使
得因子 （ｂ－ａ－ｃd）转化为非负数，从而避免其生产处在一个 “负反馈状态”。而又因为单位售价
ｂ是企业在市场中竞争力的体现，若过于依赖提高售价来转移成本，则会使得企业在市场中失去竞
争力，从而造成进一步的亏损。所以企业在提价方面的操作空间有限，进而可能会转往减少单位碳
排放ｃ的方向上努力，通过技术革新来降低单位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量来使得因子 （ｂ－ａ－ｃd）变
为非负数，进而可以提高自身产能质量，增加优质产能，从而为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一个合理的化解
途径。这也与 “波特假说”的结论不谋而合，“波特假说”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倒逼企业通过
技术创新和扩大市场份额来抵消规制所带来的成本。在环境规制下企业不仅会通过提高技术水平来
提升产能利用率，进而缓解产能过剩问题，而且也会带动产品质量的提升，提高市场对产品的需
求，从消费端化解产能过剩问题［２１］。因此，本文给出了第二个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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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２：碳排放交易机制能够对产能过剩治理产生正向影响，表现为产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
而环境规制所倒逼的技术创新从中起连接作用。
虽然技术创新是关键的中间要素之一，但是在治理产能过剩的传导机制上它并不是最直接影响

产能过剩的那一环。因为企业在进行技术改革之后并不能立刻改善自身的生产条件，只有经过一段
时间的技术扩散，使得现存的产能得到升级优化之后，才会对企业整体的产能利用率产生正向影
响，从而对产能过剩起到缓解的效果。环境规制能够在优质产能形成的过程中产生积极影响，与此
同时这一过程也会伴随着产能过剩的化解［２２］。据此，本文提出了第三个假设。
假设３：在由碳交易制度推动的技术进步治理产能过剩问题的过程中，优化现有产能是中间路

径，其中 “优质产能”的增加可以提高产能利用率，所以更能直接影响到产能过剩的治理。
本文将上面的影响机制汇总为一个理论结构图，如图２所示。

初期

缩减产能
抑制扩张

产能过剩

产能优化

前中期

倒逼技
术创新

实施碳交易制度 治理

价格粘性

转移成本难 初
期
缩
减

图２　理论结构图

三、变量解释与模型构建

（一）变量解释
１．被解释变量。本文的实证目的是探索碳交易制度对城市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因此需
要将产能过剩作为被解释变量，政策的有效实施作为解释变量。根据本文的文献综述以及理论分析
的内容，产能过剩在理论上表现为厂商生产能力的无序扩张所带来的与市场需求之间的不平衡。因
此衡量产能过剩的程度，按理来说是需要测量产业的生产能力与市场相应的消费能力并对比，来判
断是否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然而这两项指标实际上会由于过于抽象而较难以进行量化处理，因
此学界也较少会通过这种方式来量化产能过剩程度，而是常选择使用产能利用率来作为量化指标之
一，其计算含义为实际产出与理论产出之比。

产能利用率的测算方法非常丰富，在考虑本研究的变量数据结构的基础上，本文借鉴杨振兵
等［２３］和程俊杰［２４］的实证思路，采用随机前沿函数法来对地方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进行测算，其
具体的数理推导如下。

首先设置一个随机前沿生产模型。

Ｑ＝ｆ（Ｘｉ；λ） （６）
其中Ｑ表示理论上的最大产出，Ｘｉ则为各类的生产投入，λ则是一个未知影响。Ｑ＝ｆ（Ｘｉ；λ）

式子表现了企业在一定生产投入和其他未知影响因素下所能够达到的最大理论产量。然后再设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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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实际产出的生产模型。

Ｑ１ ＝ｆ（Ｘｉ；λ）θ （７）
其中Ｑ１ 代表着实际产出，θ则表示产能利用率，整个式子表示在产能利用率的限制下企业所

能够达到的实际产量，且θ＝Ｑ１／Ｑ，取值范围在０到１之间。进一步地，本文选择Ｃ－Ｄ生产函数来
展开生产函数模型，同时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并得到了以下的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

ｌｎＱ＝ｌｎβ０＋β１ｌｎｘ１＋β２ｌｎｘ２＋…＋βｋｌｎｘｋ （８）

ｌｎＱ＝ｌｎβ０＋β１ｌｎｘ１＋β２ｌｎｘ２＋…＋βｋｌｎｘｋ＋ｌｎθ （９）
由于 取值范围在０到１之间，所以ｌｎθ为一个负数，令－ｖ等于ｌｎθ，则最终的实际产能生产函

数和产能利用率的数学式子可以表示为：

ｌｎＱ１ ＝ｌｎβ０＋β１ｌｎｘ１＋β２ｌｎｘ２＋…＋βｋｌｎｘｋ－ｖ （１０）

ＣＵ ＝Ｑ１／Ｑ＝ｅｘｐ（βｌｎＸ－ｖ）／ｅｘｐ（βｌｎＸ）＝ｅｘｐ（－ｖ） （１１）
本文选择使用能源 （Ｅ）、资本 （Ｋ）以及劳动 （Ｌ）来作为投入指标，以各城市第二产业的

ＧＤＰ作为产出指标，再结合随机前沿生产法来计算出各个城市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其中，由
于第二产业中的大部分都隶属于工业，所以能源 （Ｅ）选择各城市工业用电量来近似代替第二产业
的能源投入。关于资本投入 （Ｋ），由于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在２００８年之后
就不再公布，因此借鉴刘海英等［２２］的做法，将固定资产合计作为代替数据来加入测算。而劳动力
（Ｌ）的数据则使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数据缺失的年份使用插值法进行处理。

２．中介变量。（１）产能增长幅度 （ＰＡ）。第二产业的产能扩张往往意味着资产尤其是固定资
产的投入。因此本文将第二产业的固定资产增长率作为其产能增长的代表，在某一时段内第二产业
的固定资产增长率受到冲击，则说明其产能增量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

（２）优质产能指数 （ＥＡ）。借鉴刘海英等［２２］的做法，本文从稳定增长和绿色转型两个维度共
六项指标，并结合主成分分析法来构建第二产业的优质产能指数。其中 “稳定增长”维度包括工业

ＧＤＰ波动率、工业企业利润总额波动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而 “绿色转型”维度则包括单位工业

ＧＤＰ能耗、单位工业 ＧＤＰ废气排放和单位工业 ＧＤＰ废水排放。

３．控制变量。依照黄炜等［２５］的理论，双重差分模型的控制变量最好满足 “既会影响被解释变
量Ｙｉｔ，又能够影响到实验组个体的选择”，这样才能被称为 “好控制变量”，进而有效保证条件独
立的假设成立并提高估计精度。因此，本文基于这条标准，将外商直接投资 （ＦＩ）、地方财政负担
（ＦＢ）、年平均劳动收入 （ＡＩ）、对外开放度 （ＯＲ）、教育投入 （ＥＩ）和中央管理便利度 （ＧＣ）作
为控制变量，这些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影响地方的产能利用率，同时也能够从经济发达程度、中
央管辖便利度和财政负担程度等方面来影响碳排放交易制度试点的选择。

４．数据来源。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是通过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地方统计年鉴直接所
得或者间接计算所得，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７—２０１８年共１２年，具体的微观个体是各个省份下属的市级
城市。其中由于数据缺失，部分样本变量使用插值法进行处理，而有些样本由于数据缺失较多，会
直接进行删减处理。经过数据整理之后，本文最终通过这３　０５４份样本数据，以直接获取和间接计
算的方式得到了所需要的变量数据，具体变量含义如表１所示。

（二）模型构建
黄炜等［２５］将双重差分模型定义为 “一个基于反向事实框架来评估政策冲击发生与不发生这两

种情况下被解释变量的不同变化”的因果推断模型，其本质是估计并对比处理组和控制组的结果变
量在干预前的组间均值差异和干预后的组间均值差异，表现为 “差异之差异”，因此被称为双重差
分。基于此论述，本文以２００７—２０１８这１２年间的中国的城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以其中７个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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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诠释表

变量性质 变量名称 变量含义 样本数

被解释变量 产能利用率ＣＵ 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计算所得 ３　０５４

解释变量 政策有效冲击ＤＩＤ 只有满足 “在政策实施年”和 “是政策试点”这两个条件，才

会被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３　０５４

中介变量 产能增长幅度ＰＡ 固定资产增长率 ３　０５４
优质产能指数ＥＡ 以６项指标数据为基础，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计算所得 ３　０５４

控制变量 外商直接投资ＦＩ 当年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对数 ３　０５４
地方财政负担ＦＢ 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与一般预算内收入之比 ３　０５４
平均劳动收入ＡＩ 当地职工年平均劳动工资的对数 ３　０５４
对外开放度ＯＲ 当地外资企业占比 ３　０５４
教育投入ＥＩ 当地财政教育支出的对数 ３　０５４
中央管理便利ＧＣ 以 “是否为中央直辖市”作虚拟变量 ３　０５４

点地区 （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湖北、广东和深圳）的各大市区作为实验组，剩余地区作为对
照组，同时将２０１３年作为政策起点，把２０１３年往后的年份都设置为试点期，进而构建的碳交易政
策与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实证模型如下：

Ｙｉｔ ＝α０＋α１（ｔｉｍｅｔ＊ｔｒｅａｔｉ）＋γｔ＋μｉ＋εｉｔ （１２）

Ｙｉｔ ＝α０＋α１（ｔｉｍｅｔ＊ｔｒｅａｔｉ）＋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１３）
其中，Ｙｉｔ变量包含了ｉ地区第ｔ年的产能利用率 （ＣＵ）、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优质产能指数；

ｔｉｍｅｔ表示时间分组变量，２００７—２０１２年赋值为０，而政策实施之后的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被赋值为１；

ｔｒｅａｔｉ则代表政策分组变量，碳交易制度试点区域内的城市都被赋值为１，其余城市被赋值为０；设
置变量ＤＩＤ为解释变量，其取值为ｔｉｍｅｔ＊ｔｒｅａｔｉ。γ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μｉ为地区固定效应，εｉｔ代表
着随机误差项。而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则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对外投资、地方财政负担、年平均劳动收入、外
商企业投资比例、教育投入和是否为直辖市的虚拟变量。

四、实证分析与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２报告了碳交易制度影响产能利用率的回归结果。其中，第 （１）列和第 （２）列表现的是在

控制了时间和个体的固定效应之后，政策对城市产能利用率的冲击情况。其中，虽然在简单基准回
归下碳交易制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显著为正，但是其Ｐ值为０．１０４，说明政策的施行大概率能
够有效提高第二产业的产能使用效率，对产能过剩问题有一定的缓解效果。与此同时，在加入控制
变量之后其回归结果则显示为显著为正，进一步证明了前文的实证结论，说明本文的基准实证结果
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和可信度。而这也证实了本文所提出的假设２，即碳交易制度的推出可以对产能
过剩问题产生积极的化解作用。

（二）分位数回归结果
除了基准回归之外，本文还对此次政策冲击做了分位数回归，分别检测当地方第二产业的产能

利用率在０．１、０．５和０．９这三个分位点时对碳交易政策的反应程度，具体结果表现在表１中的第
（３）列到第 （５）列。由实证结果可以得知，碳排放交易制度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效果在产能利用率
由低分位到高分位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 Ｕ型的变化趋势。在当地产能利用率处于较低的水平时，
碳交易政策的确能够显著提高地方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随着产能利用率提升到中位数时，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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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碳交易制度也会对其产生正面影响，但是其显著性同时也在下降；当产能利用率处于高位数时，
碳交易制度化解产能过剩的效果又得到显著提升。

表２　基准回归与分位数回归

变量
ＣＵ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ＩＤ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６＊

（１．６３） （２．５８） （１．９６） （１．０１） （２．２５）

ＦＩ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１＊＊＊

（１５．２２８） （１１．８３８） （１６．２７２） （４．４６１）

ＦＢ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１＊＊＊

（－５．９３８） （－７．４２０） （－５．６２９） （－４．９２０）

ＡＩ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１５．８５２） （５．４４３） （１２．９５９） （１３．９８１）

ＯＲ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４＊ ０．０６５＊＊＊

（５．９９０） （－０．４０２） （１．６９６） （５．９１６）

ＥＩ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４＊＊＊ ０．００６＊＊＊

（２５．５０４） （１５．１９２） （１７．０７６） （１３．０１３）

ＧＣ　 ０．０２０＊＊＊ ０．０２１＊＊＊ ０．０３０＊＊＊ ０．０１７＊＊＊

（５．９９０） （４．９０９） （７．３９３） （３．８７３）

年份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Ｒ２　 ０．０９　 ０．６９　 ０．２８　 ０．３９　 ０．５７

　　 注：＊＊＊、＊＊、＊分别表示１％、５％、１０％ 的显著性水平，第一行的括号内为Ｔ值，其余行括号内为Ｚ值。

具体表现为当样本的产能利用率在０．１分位时，其ＤＩＤ变量对应Ｐ 值为０．０９４；当样本的产
能利用率在０．５分位时，其ＤＩＤ变量对应Ｐ 值为０．４１６；而当样本的产能利用率在０．９的高分位
时，其ＤＩＤ变量对应Ｐ 值为０．０６６。一方面，这可能是因为产能利用率较低的地区所拥有的绿色
生产技术较为落后［２６］，因此单位生产所产生的碳排放量较大，所受到碳排放限额的约束也较大，
进而使得所受到的政策冲击也会更大且更显著。另一方面，产能利用率较高的地区往往处于经济发
达地段，由经济基础所影响的技术创新的潜力也较高，因此在面对碳交易制度的影响时也能够快速
且明显地做出反应，并具体体现在高分位数的回归结果中。此外，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在低
分位地区对外开放度与产能利用率表现出的是负相关关系，这可能是因为产能利用率的低分位地区
大部分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外商往往倾向于将这种地区作为国外污染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终点，将一
系列高污染、低效率的生产线转移到我国的经济欠发达地区，从而降低了当地的产能利用率并加重
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三）中介路径检验
传统的中介效应三步法主要是由三次计量回归所显示的统计相关性来识别Ｘ、Ｙ 和ＭＶ 之间的

因果关系。然而当被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之间存在反向因果关系时，则会引发内生性问题从而回归
结果出现偏误，进而可能会让总体的因果识别出现偏差。因此本文在考虑了江艇［２７］的实证建议后，
决定使用理论描述和文献引用来代替被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的回归，以此绕开内生性问题对实证结
果的影响，并结合三步法中没有内生性的 （１４）、（１５）式的回归结果来完成三步法中介效应检验。
其中，（１４）式为本文的基准回归模型并已在上文的实证中得到了检验，因此下文主要对中介效应
的 （１５）式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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Ｙｉｔ ＝α０＋α１（ｔｉｍｅｔ＊ｔｒｅａｔｉ）＋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１４）

ＭＶｉｔ ＝α０＋α１（ｔｉｍｅｔ＊ｔｒｅａｔｉ）＋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１５）

１．产能增量角度。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产能利用率表现为实际产出与理论产出的比值，当
固定资产投入出现增长时，工厂生产的理论产出也会跟着上升，若此时实际产出不能提高相应幅
度，其产能利用率则会下降，使得工厂出现产能过剩的风险。换句话说，在理论上，当对固定资产
增长进行限制时，工厂的理论产能会下降，从而可能会使得其产能利用率得到提升。也就是说，固
定资产的增量的确有可能会影响产能利用率，进而可以反映出产能增量与产能过剩治理之间的关
系，从而进一步说明了规制产能增量对提高产能利用率并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可行性。

表３报告了产能增量角度中介效应 （１５）式的回归结果。为了检验本文所提出的假设一，探索
碳交易制度在短期内是否会对固定资产增长产生影响，本文仿照了钱雪松等［２８］的实证策略，当假
设政策冲击分别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５年发生短期冲击时，其对应的回归结果分别展示在第

６、第７和第８列。从中可以看出碳交易制度在实施的第一年就对政策试点城市的固定资产增长率
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可见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干预。然而当假设政策
冲击往后延续两到三年时，固定资产增长率所对应的回归式子并没有得出显著的回归系数，这说明
碳排放交易制度对地方带来的产能规制只是暂时的。在制度实施的两三年之后，当企业能够通过价
格和技术升级来降低环境规制成本时，那么投资扩张仍然还是企业生产的首要决策。综合来看，碳
交易制度确实可以在短期内抑制过度投资，而投资水平提升是中国出现产能过剩的重要原因［２９］。

表３　产能增量中介效应

变量
ＰＡ

（６） （７） （８）

ＤＩＤ２０１３ －０．１４０＊＊＊

（２．６２）

ＤＩＤ２０１４ ０．０３１
（０．６４）

ＤＩＤ２０１５ ０．１４４
（１．３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Ｒ２ ０．０８　 ０．０８　 ０．０８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在经济高涨期，出于盲目乐观企业会大量扩张产能来占据市场份额，造成市场的 “潮涌现象”；

而在经济萎靡时，政府也会通过投资刺激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会加剧社会的产能过剩问题。因
此，碳交易制度对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会对产能过剩产生一定的化解效果，通过限
制其产能进一步增长来规制企业产能过剩，其中产能增量在短期内具有中介效应。而这也证明了本
文所提出的假设１，即受限于短期价格粘性，在不能及时通过价格转移环境规制成本的条件下，短
期内企业首先会压制自己的生产能力来防范可能或已存在的亏损，而这个生产能力既包括当下的企
业产量，也包括企业未来的产能扩张。

２．产能存量角度。表４报告了产能存量角度中介效应回归的实证结果。其中第 （９）列表现了
在整个政策周期内第二产业优质产能指数所受到的冲击，我们可以从中得知在２０１３到２０１８年这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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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政策实施年份里，碳交易制度对优质产能指数产生了较为显著的负面影响，而这与本文假设３
的内容相悖。为了能够更细致地探究其内在机理，本文紧接着假设当政策只发生在２０１３年、２０１４
年和２０１５年的情况，对中介变量作出了基于时点而非时段的统计回归，结果发现在政策实施的前
两年企业的优质产能可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虽然本文假设可以从中得到一定的证据支持，但由于
此结果并不算显著，因此还需要更进一步的分析研究。考虑到在将所有试点城市并为一组样本来统一
进行实证回归，可能会因为忽视不同城市优质产能指数所受到冲击程度不同，从而导致回归系数不能
完全解释现实的情况发生。为了规避这一问题，本文额外做了一次异质性检验，其结果如表５所示。

表４　产能存量中介效应

变量
ＥＡ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ＤＩＤ１３－１８ －０．１０２＊＊

（２．１９）

ＤＩＤ２０１３ ０．１０１
（１．１２）

ＤＩＤ２０１４ ０．０２７
（０．６０）

ＤＩＤ２０１５ －０．０９１
（１．０２）

Ｃｏｎｔｒｏｌ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Ｒ２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８

　　 注：＊＊表示５％的显著性水平，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表５　产能存量异质性研究

变量
含一线城市ＥＡ 含非一线城市ＥＡ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ＤＩＤ１３－１８ ０．１１６ －０．１３２＊＊＊

（１．４６） （２．８３）

ＤＩＤ２０１３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６
（１．０７） （１．１３）

ＤＩＤ２０１４ －０．１０４　 ０．０４１
（１．４７） （０．７９）

Ｃｏｎｔｒｏｌ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Ｒ２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８　 ０．１７　 ０．１６　 ０．１６

　　 注：＊＊＊表示１％的显著性水平，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本文的异质性研究主要是将政策冲击的样本分为 “含一线省市”组和 “含非一线省市”组，进
而来探明碳交易政策对不同经济发展样本优质产能的影响状况，从而规避由于同一组中试点样本情
况差距过大而导致回归结果对现实情况失去解释力，其实证结果如表５所示。通过第 （１３）列和第
（１６）列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碳交易制度实施的时间段里，该政策对非一线城市的优质产能有

—５２—

陈向阳，等：“增量规制”还是 “存量优化”———碳交易制度对中国城市第二产业产能过剩的影响



着显著的消极冲击，而对一线城市却产生了Ｐ值为０．１４４的正面影响。这说明第 （９）列的回归结
果之所以没有能够证实本文的假设３，可能是因为试点样本经济实力的分化所致，经济实力弱的省
市在面对环境规制时可能会由于技术基础差而不能通过快速技术升级来提高优质产能，只能通过削
减现有产能来减少生产损失。削减现有产能会带来大量的工人失业，进而影响产能的稳定性，而产
能稳定性是本文中衡量优质产能的一个指标之一，因此表４的实证结果才会出现与理论分析相悖的
情况，主要的原因可能是经济基础的分化。
此结果间接证明本文假设３的结论，同时也说明了经济基础的差异可能能够解释碳交易制度对

不同性质试点城市所带来影响上的不同。与此同时，虽然一线省市组回归结果的Ｐ值只有０．１４４，
但其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与非一线省市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反，而这就进一步印证了上文的结论，
即经济基础较弱的城市更难以通过技术升级来提高其优质产能，因此只能通过削减产能来规避碳交
易制度所带来的成本从而影响了产能稳定性，进而对试点城市的优质产能指数产生负面冲击。而如
果将经济基础好的一线试点城市单独拎出来做异质性检验的话，则会发现碳交易制度确实会给优质
产能带来正面提升，而这也部分印证了本文的理论假设，说明环境规章制度在削减落后产能的同时
也促进了低端产能向优质产能转型。在削减无效产能的过程中提升优质产能，是产能过剩治理中的
一环，利用二者的协同效应来化解产能过剩是充分理解产能治理本质的表现［２０］。

（四）稳健性检验

１．平行趋势检验。借鉴许和连等［３０］的平行趋势检验策略，如果不存在政策冲击，那么试点城
市和非试点城市的时间趋势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一致的。为了检验这一假设是否存在合理性，可以设
置以下模型进行检验：

Ｙｉｔ ＝α０＋α１Ｄ－３ｊ，ｔ＋α２Ｄ
－２
ｊ，ｔ＋…＋α６Ｄ

３
ｊ，ｔ＋βＣｏｎｔｒｏｌｉｔ＋γｔ＋μｉ＋εｉｔ （１６）

其中，Ｄ－３
ｊ，ｔ为一个虚拟变量，当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前的ｋ期以内时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

而Ｄｈｊ，ｔ则表示试点城市在政策实施后的ｈ期以内时赋值为１，否则赋值为０。与此同时，该模型对
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进行了固定并剔除了政策实施的起始期以保证整体平行检验的稳健性，其最终
检验结果如表６所示。由表６的回归数据可以看出Ｄ－１、Ｄ－２、Ｄ－３期的回归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

表６　平行趋势检验

变量 ＣＵ
Ｄ－３ －０．０７０

（１．５３）

Ｄ－２ －０．０５４
（１．３０）

Ｄ－１ －０．０７３
（１．６１）

Ｄ１ ０．００３＊

（１．９３）

Ｄ２ ０．００４＊

（１．９２）

Ｄ３ ０．００２＊

（１．９６）

Ｃｏｎｔｒｏｌ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年份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地区固定效应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yｅｓ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３　０５４
Ｒ２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０．１７

　　 注：＊表示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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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策实施前的时段内试点城市和非试点城市产能利用率的变化并没有显著差异，因此不能够拒绝
对照组和实验组之间存在平行性趋势的假设。而Ｄ１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碳交易政策的确能
够对实验组的产能利用率带来正面的提升，而这回归系数上的差异也进一步对比出本文实证数据平
行趋势的存在，说明本文实证结果具有一定统计意义。

２．安慰剂检验。为了排除其他未知因素对本文双重差分实证的干扰，并进一步验证城市产能
利用率的变动与碳交易制度之间的因果关系，本文通过计量软件来随机抽取样本并构建出新的实验
组，来对此次实证做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将从所有的城市样本中随机抽取１５０个作为实验
组，其他城市为对照组并结合双重差分基准模型 （１３）来进行计量回归，并重复此过程５　０００次。
若经过随机抽样的回归之后，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Ｄ对城市的产能利用率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且其回
归系数的统计分布符合正态分布的话，则说明基于随机选择的实验组并没有对产能利用率产生目标
性的影响，进而从侧面说明了上文实证结果中政策冲击存在的真实性。图３显示了本次检验中

５　０００次随机抽样回归的系数以及其密度分布，我们可以发现随机抽样的回归系数符合正态分布，
即基于随机抽样方法下的双重差分回归并没有证实碳交易制度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这与基于现实
试点文件的抽样回归结果形成对比，从而说明了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的确是由政策实施所引起的，
证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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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５　０００次随机抽样检验

３．其他稳健性检验。本文假设碳排放制度的落地时间提前，以此设置时间虚拟变量并将其加
入实证回归中，从而构成一个 “反事实”检验。若此检验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则说明 “反事实”并
不成立，进而从侧面反映出原来正事实的准确性，从而通过稳健性检验。考虑到碳排放制度发出的
信息较早，所以本文将反事实的时间分别提早了两年、三年和四年，从而避免制度实施的预期影响
被解释变量，进而避免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出现偏误。表７第 （１）、（２）和 （３）列的回归结果
显示反事实检验中碳排放制度的作用不显著，且随着假设的实施时间不断往前推移，其实证结果的
Ｐ值也在不断增大，说明反事实并不成立，侧面证明了正事实成立的可能性，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
通过了反事实检验，证明本文实证结果稳健。
另外，检验双重差分模型的内生性是稳健性检验的内容之一，而双重差分模型的内生性主要来

源于试点选择的非随机和非外生。为了规避这种情况，实证分析中应该加入可能会影响某城市称为
试点的控制变量来消解模型的内生性。然而本文在基准回归的时候就已经以 “影响被解释变量和试
点选择”为条件来加入控制变量，也就是说本模型的内生性已经在那时候得到了控制，而基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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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的显著性也证明了控制内生性之后本文结果仍然成立，进而说明本文实证结果稳健。

表７　其他稳健性检验

变量
ＣＵ

“反事实”（１） “反事实”（２） “反事实”（３） 基准回归 （２） 滞后一期 （３）

ＤＩＤ反事实１ ０．００２
（０．７２）

ＤＩＤ反事实２ ０．００２
（１．０４）

ＤＩＤ反事实３ ０．００３
（１．６２）

ＤＩＤ　 ０．００４＊＊＊

（２．５８）

ＤＩＤ滞后一期 ０．００３＊

（１．８２）

　　 注：＊＊＊、＊分别表示１％、１０％的显著性水平，其中括号内的数值为Ｔ值。

此外，新政策的实施效果往往会出现时滞性，即当期的制度实施会对下一期的核心指标产生影
响，所以仅以当期政策冲击来解释当期被解释变量的波动可能会存在不完善的问题，若当期政策冲
击能够与下一期被解释变量的波动产生联系，则会进一步说明政策冲击的真实存在，从而证明本文
的实证结论具有稳健性。因此本文利用滞后一期的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在碳交易制度发
挥作用具有时滞性的前提下，倘若滞后一期的政策实施虚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具有显著性，则
说明该政策也会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一定程度的冲击。其回归结果如表７第 （３）列所示，此项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再一次说明了碳交易制度能够提升城市第二产业产能利用率这个实证结果的具有
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启示

化解产能过剩是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途径之一，如何有效地化解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碳排放交易试点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研究其对产能过剩治理之间的
影响关系。研究发现：（１）碳排放权交易政策正式落地以后，试点城市第二产业的产能利用率得到
了显著的提升，从而证明了碳交易政策的确能够缓解第二产业的产能过剩问题；（２）碳排放交易制
度对产能过剩的化解效果在产能利用率由低分位到高分位过渡的过程中呈现出 Ｕ型的变化趋势，

这可能是跟低分位区域技术提升上限高和高分位区域经济与科技基础雄厚有关；（３）短期内对地方
“产能增量”进行制约从而规制过度投资，是碳交易制度化解产能过剩的路径之一；（４）碳排放权
交易制度能够显著提高一线城市的优质产能，但在其他城市中此结论没有得到验证，这可能是与经
济实力所影响的科技潜力有关。科技潜力越强，城市所能达到的技术上限就越高，从而使得其产能
优化的势能越强。

由上述结论所得到的启示是明显的。
第一，重视不同城市的科技潜力差异，加强区域间学术理论和实践技术协同交流，降低城市由

于经济差异所带来的科技潜力差距对政策化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影响。本文实证结果表明碳排放交易
政策对优质产能的提升作用会优先体现在一线城市地区而非其他地区城市，而优质产能的提升是技
术进步的直接表现。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基础上的劣势能够限制城市技术进步从而无法进一步化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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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过剩问题，所以需要进一步促进理论成果以及科学技术在不同区域上的流通。此外，政府应该在
加强科技专利版权保护的同时保持区域之间企业的科技交流，通过科技所有的辐射属性来平衡不同
地区之间的科技发展进程，从而使得部分相关的政策落地效果不至于发生太大的偏误。
第二，重视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手段对产能过剩问题的化解效果，逐步使用非命令型政策手段

来实现相关的政策目标。传统的命令型环境规制虽然也能够为化解产能过剩问题提供帮助，然而其
诸如影响市场价格均衡、难以控制规制力度、企业排斥心理较强等弊端也逐步被暴露出来，因此采
用以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为代表的市场激励性规制手段，未必不是实现化解产能过剩目标的有效途
径。在此基础上，政府需要建立一套融入当地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和市场化水平等差异的碳排放权
分配和交易机制，并且结合科学的碳排放量测算以及分配方法，来完成产能过剩治理政策的创新和
完善，为最终实现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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